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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祺：播下“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种子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任思蕴

【以出版工作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理论创新的勇气】 【尊师爱生的风格】

1951 年， 吴文祺调至复旦

大学 ， 此后 40 余年 ， 一直在

复旦任教。 其中， 语言学理论

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 结合汉语实际， 对语言的

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阐述。 这些教研活动为复旦

大学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

献， 也为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

语言学概论的教师。 在日常教

育工作中， 吴文祺始终注重将

语言学理论中国化、 传统语言

学现代化。 吴文祺本人并没有

语言学方面的专著传世， 但他

和陈望道、 张世禄等诸位复旦

中文系前辈学者播下的 “语言

研究必须中国化” 的种子， 经

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已经

开花结果 ， 形成了优良传统 ，

即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

发汉语汉字的理论， 注重继承

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

吴文祺 （1901—1991）， 语言学家、 文学评论家。 笔名吴敬铭、 朱凤起等， 浙江海宁人。

早年承家学， 研习音韵训诂， 协助其父朱起凤编撰 《辞通》。 五四运动后， 提倡新文学，

参加文学研究会， 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在辞书编纂、 文学评论和汉语史方面享有声

誉。 历任上海暨南大学、 复旦大学教授， 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 上海市语文学会副

会长， 《辞海》 《汉语大词典》 副主编和 《汉语大字典》 学术顾问。 编著有 《侯方域文选

注》 《曾巩文选注》 《新文学概要》 《辞通补编》 及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 《上古

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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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吴文祺的 《新文学概要》 出版， 这部作品涉及五

四运动与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反响、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 新诗等几个方面内容。 全书多处引

述苏联早期文艺理论家弗里契的文学批评观点， 是力图在历史

唯物主义框架中研究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 1926年 1月， 吴文祺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以出版

工作为掩护， 秘密从事党中央交通员的工作， 并通过沈雁冰，

介绍来沪的各地党员与有关同志联系工作。 1928年， 吴文祺

为商务印书馆选注 《资治通鉴》， 他使用笔名 “吴敬铭”， 意

在要 “敬重地铭记党对自己的教育”。

【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研究新文学】

◆吴文祺的学术生涯， 可谓少年时从 《辞通》 开始， 晚年又归

于 《辞通续编》。 他人生的两端全面参与这两部著作的编撰，

与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潜心问学的心性， 都是分不开的。 其父

朱起凤在 《辞通·释例》 中写道： “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

之学， 有所陈述， 间亦采录。” 并非虚捧。

【从《辞通》开始，又归于《辞通续编》】

国学基础和革命信念

吴文祺出生于 1901 年， 是浙江
海宁县袁花镇人。 他原来随父朱起凤
姓朱， 字问奇， 曾用笔名甚多， 包括
文、 立生、 寒风、 朱凤起、 吴敬铭、

吴齐仁、 陈宗英、 王微明、 司马东等。

吴文祺一岁多时， 母亲吴彩霞不
幸去世， 他由新仓镇的外曾祖吴浚宣
领养为嗣曾孙， 改姓吴。 吴浚宣是清
代进士， 曾任翰林院检讨， 外曾祖的
蒙学教养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到九岁， 吴文祺来到硖石镇， 在父亲
朱起凤任教的米业学堂读书。 朱起凤
颇有济世情怀， 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
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且家中有
《民报》 《浙江潮》 等进步刊物。 吴文
祺常背着父亲翻阅， 开阔了视野， 也
塑造了更开放和进步的认知体系。 小
学毕业后， 吴文祺进入海宁师范讲习
所学习， 学制一年， 学习了国文、 数
学 、 地理 、 心理学等课程 。 1916 年
毕业时， 其父正在编纂 《辞通》， 吴
文祺一边在硖石米业学堂担任教员，

一边在父亲指导下参与 《辞通 》 编
纂， 协助搜集材料、 整理卡片， 由此
打下音韵、 训诂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
扎实基础。

1924 年 ， 吴文祺离开海宁前往
杭州谋生， 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 兼
任浙江书局编辑。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
组织注意到了这位正直进步的年轻
人 ， 吴文祺很快便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此后在杭州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
浙江地区共青团经济口和宣传口的负
责人。

1926年 1月， 吴文祺来到上海商
务印书馆工作， 任国文函授部编辑兼
教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设在
上海， 吴文祺以出版工作为掩护， 秘
密从事党中央交通员的工作， 并通过
沈雁冰， 介绍来沪的各地党员与有关
同志联系工作。 不久， 吴文祺因交际
太多而引人注意， 被商务印书馆解聘。

恰逢恽代英要为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物
色政治教官， 经沈雁冰的介绍， 吴文
祺前往任职， 并协助恽代英开展党务
工作。 在此过程中， 吴文祺深深服膺于
恽代英严于律己、 艰苦朴素的共产党人
风范， 坚定了自身的革命信念。 1928

年， 吴文祺为商务印书馆选注 《资治通
鉴》 时， 使用笔名 “吴敬铭”， 意在要
“敬重地铭记党对自己的教育”。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武汉是当
时国民政府所在地， 而共产党员也有
较大活动余地。 吴文祺利用教官身份
到各兵种大队轮流讲授 《社会发展史》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等内容， 并宣
传马列主义。 武汉革命气氛浓烈， 但
缺少一份文艺副刊。 应沈雁冰之约，

吴文祺与郭绍虞、 傅东华、 宋云彬、

陶希圣 、 孙伏园等十人组成 “上游
社”， 创办 《上游》 周刊， 作为武汉
《中央日报》 的一种文艺副刊。 《上
游》 对当时麻痹斗争意志的文学加以
抨击 ， 力争在文化阵地鼓舞革命青
年的斗志 。 沈雁冰晚年时有条幅赠
与吴文祺 ， 回顾这段并肩奋斗的岁
月 ： “眼前非复旧吴郎 ， 岁月艰难
两鬓霜 。 尚忆两湖风月否 ？ 人间无
奈是沧桑 。” （“两湖 ” 指当时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所在地两湖书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遵照恽代
英的安排， 吴文祺和沈雁冰一同回到
上海。 由于当时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

原待联系的线索中断 ， 且恽代英在
1931年遇难， 吴文祺与党组织失去了
联系。 当时， 周佛海从武汉逃到上海
后， 写了一本名为 《逃出了赤都武汉》

的小册子， 作为递予蒋介石的 “投名
状”， 其中一一点出了在分校担任政治
教官的人名。 为免遭迫害， 吴文祺改
名 “朱凤起”。 1928 年， 吴文祺担任
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 1929 至 1932

年间， 他又先后在厦门集美高级中学
及高级师范、 上海浦东中学、 浙江温
州第十中学等任教。 在中学课堂里，

吴文祺开设 “国语文法指要” 等专题
课， 结合学生作文讲解语法， 深入浅
出， 很受欢迎。

1932年夏， 吴文祺赴北平， 先后
在燕京大学、 中国大学、 北平师范大
学任教， 同时坚持宣传马列主义， 开
展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 继续进行中
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 编注
出版了 《侯方域文》 《曾巩文》 《资
治通鉴选注》 （与宋云彬合作）， 著有
《论文字的繁简》 《考证与文艺》 等学
术论文。

1935 年 8 月， 吴文祺回到上海，

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讲授 “基本

国文” “语言文字学概论” “中国新
文学史” 等课程。 执教之余， 他继续
致力于新文学的研究， 参加左联活动，

并赞助岀版鲁迅为瞿秋白整理的 《海
上述林》， 为复社主持的鲁迅全集出版
委员会标校 《嵇康集》 《会稽郡故书
杂集》 等。

在政治经济变迁中
研究文学的演变

整个 1930 年代， 吴文祺最大的
学术兴趣和最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
文学史领域。 这一时期， 许多大学开
设文学史课程， 因授课需要， 各大学
教员尝试编写各种文学史， 文学史写
作的热潮由此兴起， 尤其是出现数种
独立评说新文学的专门文学史。 1936

年， 吴文祺多年研究成果 《新文学概
要》 出版， 这部作品偏重于对文学思
潮的概述， 论述 “五四” 前后直至三
十年代的新文学， 涉及五四运动与文
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反响、 文学研究
会与创造社、 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
响、 新诗等几个方面内容。 全书多处
引述苏联早期文艺理论家弗里契的文
学批评观点， 是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
框架中研究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1940

年起， 吴文祺又连载发表长达十万字
的近代文学论著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
艺思潮》。 这两种著作都是当时新文学
的重要著作， 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

吴文祺堪称我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
者之一。

与一般新文学史著作不同， 吴文
祺的这两种著作不只是从 “五四” 新
文学运动谈新文学， 而是把新文学放
在中国文学的整个背景中， 从中国文
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探讨新文学的产
生及其形成的必然过程。 此外， 他以
亲身参与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经历，

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保有敏
锐的思考， 提出 “文艺思潮的变迁，

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

的观念。

在 《新文学概要》 中， 吴文祺开
宗明义地写道：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的产生， 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文学的
进化， 也和社会的进化一样， 是由渐
变而至突变的。 从渐变的过程看， 便
是所谓进化； 从突变的过程看， 便是
所谓革命。 假使没有先前的渐变， 那
后来的突变也不会发生。 而且文学的

变迁， 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
的关系。 因此， 我们要研究五四以来
的新文学， 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来的
文学的演变， 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 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
迁之故。”

由此观点出发， 吴文祺进一步阐
释： 中国文学的真正变革， 应当从康
有为、 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算起。

他认为康梁等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

在文学上却影响甚巨， 特别是梁启超，

以 “条理明晰， 笔锋常带感情” 的文
章， 打破了古文的义法， “纵笔所至
不检束”， 是文体的大解放。 梁启超所
主张的 “古人语言与文字合”， 俗语的
文学 （如语录、 小说） 胜于古体的文
学， 大力提倡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等， 都为文学的革命准备了很好的条
件。 此外， 梁启超与夏曾佑、 黄遵宪
等人倡导的 “诗界革命”， 也对于新文
学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
些分析的基础上， 吴文祺作出明确的
判断： “新文学的胎， 早孕育于戊戌
变法以后， 逐渐发展， 逐渐生长， 至
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 胡适之、 陈
独秀等不过是接生的医生罢了。”

在宏观判断之外， 吴文祺对文学
史的个案的分析也相当精彩。 比如，

他对王国维、 章炳麟、 林纾等人的分
析， 在后来的文学史、 文学批评史中
也具有典范意义。 吴文祺是最早搜集
王国维佚文的学者， 收录的几篇轶文
收入郑振铎选编的 《晚清文选》， 对抢
救流布王国维的作品颇有贡献。 他在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

《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 等文章
里， 首次标举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
戊戌文学运动有所前进的路标。 时隔
半个世纪左右， 叶嘉莹著 《王国维及
其文学批评》 时， 还引述了吴文祺文
章的不少内容。 关于章炳麟对待新文
学的态度和影响， 吴文祺的看法是：

章炳麟虽然不一定赞成新文学， 但对
新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首先， 他的
修辞立其诚、 力戒浮夸的主张， 为其
弟子钱玄同攻击 “肉麻词藻” “垃圾
典故” 之本； 其次， 他认为古代言文
合一， 典谟训诰在古代都是白话， 这
对抬高白话的地位起了作用； 第三，

他看不起桐城派、 《文选》 派， 而钱
玄同以 “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 扬
起批判的旗帜， 有助于扫除文学革命
的障碍。 总体而言， 章炳麟替古文放
出了最后的光芒， 又给新文学运动以
极大的帮助， 其弟子钱玄同、 鲁迅、

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实非偶然。 吴文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
人物的独特见解， 与其文学与政治、

经济、 社会、 思想密切相关的判断也
是一脉相承； 而他注重新文学与传统
文学承袭关系的学术视野也开创了当
时新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40余年语言学教研生涯

1941年， 日伪政府所办大学请吴
文祺赴任教授。 他坚决拒接， 并改名
换姓， 开设了一家云裳旧书店以维持
生计。 其时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
马叙伦为此写条幅赠与吴文祺： “细
雨蒙蒙欲染巾， 独行不是为寻春。 陌
头门闭花千树， 撩出杨丝绾甚人。”

抗战胜利后， 吴文祺出任 《前线
日报》 副刊及 《时事新报·学灯》 的主
编， 又在暨南大学继任中文系教授。

这期间， 他还参加了 “上海大学教授
联谊会”， 为反对内战、 争取民主做了
许多工作， 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
章。 《语言的化装及其他》 《从 “胜
利月饼” 谈起》 《应严惩为虎作伥的
保甲人员》 《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
精神》 《纪念五四运动》 等笔锋犀利
的文章， 都表达了他追求进步的奋斗
精神和振兴中华的热切渴望。

1949 年 1 月 ， 国民党策划将暨
南大学迁往台湾。 学校教授们得知消

息后， 团结起来组成教授会， 阻止迁
校计划。 吴文祺与刘大杰、 刘佛年等
教授秘密会商， 召开国立暨南大学教
授会成立大会， 与会教授有近 90 人，

吴文祺被选为监事 。 教授会成立之
后 ， 与进步学生合作 ， 参与校务决
策， 开展了 “反破坏、 反迁校” 护校
活动， 教授们的奋力斗争， 为暨南大
学最后能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作出了
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吴文祺被任命为
暨南大学校务常务委员， 兼任文学院
院长 。 1951 年 ， 吴文祺调至复旦大
学， 此后 40 余年， 一直在复旦任教，

先后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 语法修辞
逻辑研究室副主任 、 语言研究室主
任、 一般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当时复旦中文系缺少语言类专业教
师， 在教学研究上转向以汉语言文字
学为主， 先后开设了语言学引论、 文
字学、 音韵学、 汉语史专题研究等一
系列语言学课程。 其中， 语言学理论
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结
合汉语实际， 对语言的一些理论问题
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 这些教研活
动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
贡献， 也为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语言
学概论的教师。

作为一名语言学学者， 吴文祺对
于汉语规范化、 文字改革、 汉民族共
同语等重要问题， 都积极地在各种会
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也为一些语言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

1955 年 10 月， 吴文祺随陈望道赴京
参加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商讨修
改 《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和推广
普通话问题。 根据当时规定， 北京话
就是普通话。 陈望道和吴文祺认为这
一规定并不符合普通语言学原理。 他
们的观点后经专家会议进一步讨论，

才有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方言
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
作为语法规范” 的普通话。

在日常教育工作中， 吴文祺始终
注重将语言学理论中国化、 传统语言
学现代化。 他与学生濮之珍一起， 培
养了多名学生， 并把复旦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概论” 课程做成了特色精品
课程。 吴文祺本人并没有语言学方面
的专著流传， 但他和陈望道、 张世禄
等诸位复旦中文系前辈学者播下的
“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 的种子， 经
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 已经开花
结果 ， 形成了优良传统 ， 即在普通
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的
理论 ， 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
言学理论。

在 1961 年的 “全国高等学校教
材编写计划会议” 上， 吴文祺被任命
为 《语言学概论》 教材的主编。 他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 撰写 《语言学引论
参考资料》 《语言学专题讨论》 等材
料 ， 并与陈望道一同商定了编写方
针： 体现 “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 的
精神、 “对汉语应特别加强”、 “伸
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 伸出另一只
手向外国要东西” 等。 可惜的是， 这
部教材的编写因后来治学环境变化而
中断， 文字材料佚失， 仅书目存于复
旦大学图书馆。

从 《辞通 》 开始 ，

回到 《辞通续编》

1970年代末， 吴文祺的学术工作
得以逐步恢复， 在继续活跃于语言学
教学园地之外， 他展开了 《辞通续编》

的整理工作。

《辞通》 是吴文祺父亲朱起凤编

纂的大型工具书 ， 收录词类 4 万多
条， 计 300 余万字， 与 《辞海》 《辞
源》 并称 “三辞”。 《辞通》 有较强
的学术性， 编纂目的在于 “究明双音
节词或词组的同、 通、 讹、 变， 指明
同一词语可以具有的若干种不同的写
法”， 对古籍整理和阅读， 具有工具
性和参考价值 。 1934 年 《辞通 》 出
版， 士林交誉。 在此之后， 朱起凤仍
“目有所见， 随手札录”， 在零散小纸
片上做札记， 计有五六十万字， 有些
是改正前编错误， 有些是补充前编书
证， 也有一些新增条目。 在父亲去世
之后， 吴文祺始终珍藏着这批字迹潦
草的卡片。

从 1979 年开始， 吴文祺在助手
配合下， 耗费六年时间， 从父亲留下
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 70 万字， 编成
《辞通续编》， 于 1984 年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辞通续编》 保持 《辞
通》 原有宗旨， 承袭基本体例， 但适
当进行了更为读者需求考虑的改进。

新增条目组仍以习见写法作为正条领
首， 其余作为次条罗列于后。 所补为
次条者， 列于正条之后。 按语新增或
做修改的， 也多做注明。 新增内容若
与 《辞通 》 相互关联 ， 则掇引 《辞
通》 的相关条目， 并详细注明见 《辞
通》 某页某栏。 《辞通》 引书不列著
者姓名， 《辞通续编》 考虑到一般读
者的使用需要， 对引书注明著者姓名
及时代。

《辞通》 和 《辞通续编》 两部著
作的的突出特点， 是利用音韵的线索
把历史上同通讹变的语词分类汇合起
来。 吴文祺的学术生涯， 可谓少年时
从 《辞通》 开始， 晚年又归于 《辞通
续编》。 他人生的两端全面参与这两部
著作的编撰， 与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和
潜心问学的心性， 都是分不开的。 朱
起凤在 《辞通·释例》 中写道： “儿子
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 有所陈述，

间亦采录。” 并非虚捧。 吴文祺有关音
韵知识的应用和研究， 可参看的留存
文章是为评析王力 《诗经韵读》 而写
作的 《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 他文中
对王力上古韵部、 照二、 照三、 双声
协韵等的处理作了精彩评论。

在晚年难得的学术时光里， 吴文
祺还参与了 《辞海》 的编订工作。 早
在 1959 年 《辞海 》 委员会成立时 ，

吴文祺就担任了分科主编的任务 。

1986 年 3 月 《辞海通讯 》 中有这样
一段记录， 特别介绍了吴文祺对 《辞
海·语言学 》 分册所作的修订工作 ：

“总副主编兼分科主编复旦大学中文
系吴文祺教授已八五高寿， 他在政协
和农工党中担任领导职务， 社会活动
十分繁忙， 又在紧张地从事 《辞通·
补编 》 的编纂工作 ， 但他收到稿件
后， 便放下手头的工作， 抓紧时间逐
条逐句地审改起稿子来， 从条目的立
论、 字句至修订人的偶尔笔误， 他都
一一审核订正。 唯恐编辑不明他审改
意图， 他还在条目之下写了许多审改
说明。”

此外， 吴文祺还完成中华文史论
丛 《语言文字研究专辑》 上、 下两册
主编工作； 与张世禄一起主编 《中国
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 并担任 《汉语
大词典》 第一副主编。

1991 年 ， 吴文祺以九十高龄辞
世。 在去世的前一年， 他将一生省吃
俭用积攒的 2 万元存款悉数交给复旦
大学， 作为奖学金使用。

（本文主要参考： 邱光华 《海内
耆英第一流———吴文祺教授传论 》，

胡奇光 《吴文祺先生二三事》， 吴中
杰 《踏着革命的节拍———记吴文祺先
生》， 钟敬华 《吴文祺与文艺思想史
研究》， 濮之珍 《吴文祺先生在中国
语言文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等）


